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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颈动脉狭窄合并颅内动脉瘤并非罕见，随着CTA、MRA及DSA等影像学检查技术的普及，其检出率逐渐

升高。该类患者同时存在脑缺血及动脉瘤破裂出血风险，临床处理较单一病变更为复杂。既往研究提示，

颈动脉狭窄与颅内动脉瘤可能共享高血压、吸烟、高龄及女性等危险因素，并在长期共同作用下形成系

统性血管易损背景；此外，狭窄相关血流动力学异常可能通过影响壁面剪切应力及血管壁重塑，参与动

脉瘤的形成或演变。在风险评估方面，目前仍应以动脉瘤大小、部位及形态等经典危险因素为基础，同

时结合狭窄程度、症状状态及二者相对位置关系进行综合判断。治疗方面，分期治疗与同期治疗均有报

道，优先处理狭窄或优先处理动脉瘤应根据缺血风险、出血风险、解剖特点及围术期操作风险个体化权

衡。本文就颈动脉狭窄合并颅内动脉瘤的发生基础、风险评估及治疗策略选择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以

期为临床风险分层与个体化诊疗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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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rotid artery stenosis combined with intracranial aneurysm is not uncommon, and its 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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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e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with the widespread use of imaging techniques such as computed to-
mography angiography (CTA), magnetic resonance angiography (MRA), and digital subtraction an-
giography (DSA). These patients are simultaneously at risk of cerebral ischemia and aneurysmal 
rupture with hemorrhage, making clinical management more complex than that of a single lesion. 
Previous studies have suggested that carotid artery stenosis and intracranial aneurysm may share 
common risk factors, including hypertension, smoking, advanced age, and female sex, and may de-
velop on the basis of a systemically vulnerable vasculature formed through their long-term com-
bined effects. In addition, stenosis-related hemodynamic abnormalities may contribute to aneu-
rysm formation or progression by affecting wall shear stress and vascular wall remodeling. In terms 
of risk assessment, evaluation should still be primarily based on classical aneurysm-related risk 
factors, such as aneurysm size, location, and morphology, while also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degree 
of stenosis, symptomatic status, and the relative anatom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lesions. 
Regarding treatment, both staged and simultaneous strategies have been reported. Whether prior-
ity should be given to the treatment of stenosis or aneurysm should be determined individually by 
balancing ischemic risk, hemorrhagic risk, anatom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erioperative proce-
dural risk.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pathophysiological basis, rupture risk 
assessment, and treatment strategy selection for carotid artery stenosis combined with intracranial 
aneurysm, with the aim of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clinical risk stratification and individualize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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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颅内动脉瘤(intracranial aneurysm, IA)是指颅内动脉管腔局限性异常扩张或膨出形成的脑血管病变。

IA 破裂是蛛网膜下腔出血(subarachnoid hemorrhage, SAH)的主要原因之一。SAH 具有较高的病死率和致

残率，其 30 d 病死率约为 45%，幸存者中约 30%~50%遗留中至重度神经功能障碍[1] [2]。因此，IA 始终

是神经外科和脑血管病领域关注的重点疾病之一。 
近年来研究发现，IA 并非总是孤立存在，还可与多种可改变颅内血流动力学的脑血管疾病共存[3]-

[6]。其中，颈动脉狭窄是较常见且具有代表性的一种[7] [8]。随着 CTA、MRA 及 DSA 等影像学检查技

术的普及，颈动脉狭窄合并 IA 的检出率逐渐升高。既往研究显示，颈动脉狭窄患者中合并 IA 的比例约

为 6.3%，高于一般人群中 IA 的患病率，提示该类共病并非罕见[7] [8]。其发生可能与二者共享高血压、

吸烟、高龄及女性等危险因素有关[7] [8]。此外，颈动脉狭窄所致的血流动力学改变也可能在 IA 的发生

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7] [9]。 
与单一病变相比，颈动脉狭窄合并 IA 的临床处理更具复杂性。颈动脉狭窄可增加脑缺血风险，而 IA

又具有潜在破裂出血风险；两者并存时，临床需同时权衡缺血与出血双重风险[10]。目前，对于此类患者应

优先处理狭窄还是先处理动脉瘤、选择分期治疗还是同期治疗，尚缺乏统一标准[7] [10]。基于此，本文拟

对颈动脉狭窄合并颅内动脉瘤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重点围绕二者共存的发生基础、狭窄相关血流动力学

改变的可能作用、动脉瘤破裂风险评估思路及治疗策略选择进行总结，以期为临床个体化诊疗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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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颈动脉狭窄与颅内动脉瘤共存的发生基础 

2.1. 共同危险因素及系统性血管易损背景 

颈动脉狭窄合并颅内动脉瘤并非两种独立疾病的偶然叠加，其共存可能与长期共同危险因素作用下

形成的系统性血管易损背景有关。既往研究表明，高血压、吸烟、高龄及女性等因素均与颈动脉狭窄和

颅内动脉瘤发生相关，提示二者在危险因素构成上存在一定重叠[7] [8]。例如，有研究在颈动脉狭窄患者

中发现，约 6%同时存在颅内动脉瘤，提示这种共病并非罕见[8]。这些危险因素通过一系列病理过程作用

于血管壁，为共病形成提供基础。 
其中，高血压和吸烟被认为是较关键的共同危险因素[7] [8]。长期血压升高及吸烟可通过增加血流动

力学负荷、诱发内皮功能障碍及炎症反应、促进血管壁损伤与重塑等途径参与颅内动脉瘤的发生与发展

[11]-[14]。其中，慢性高血压可导致动脉壁内膜增厚、中膜坏死或退变、基质成分改变及内弹力层退化，

从而削弱血管壁对血流冲击的承受能力[14]。吸烟则与颅内动脉瘤的形成、增长和破裂风险增加相关，其

潜在生物学效应包括炎症、氧化应激及血管壁结构损伤[13]。上述变化可共同促使内皮功能障碍、慢性炎

症持续激活及血管壁适应性重塑异常，从而为两种疾病共存提供上游病理基础[11] [12]。 
在此基础上，不同血管床可表现出不同的病理结局。颈动脉侧常表现为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血

管壁增厚及管腔狭窄[7] [9]；动脉粥样硬化不仅反映危险因素的长期累积作用，也提示血管系统整体存在

慢性损伤[7] [8]。有研究观察到，颈动脉狭窄患者的前交通动脉及大脑中动脉分叉部位可见局限性动脉瘤，

这种累积损伤可能在颅内动脉壁引发局部扩张，并增加动脉瘤形成风险[7] [9] [15]。因此，颈动脉狭窄与

颅内动脉瘤的共存，并非单纯由危险因素叠加所致，更可能反映了长期共同危险因素作用下形成的系统

性血管易损背景。需要指出的是，共享危险因素并不意味着两者具有完全相同的病理过程，更合理的理

解是系统性血管易损背景与局部触发因素共同作用，促成了两种病变在同一患者中的共存。 

2.2. 血流动力学异常与血管壁重塑机制 

在共同危险因素所形成的系统性血管易损背景之外，局部血流动力学异常被认为是解释颈动脉狭窄

与颅内动脉瘤共存的重要机制之一。颈动脉狭窄可改变局部及远端血流状态，使相关颅内动脉承受不同

于正常状态的机械刺激，其中壁面剪切应力(wall shear stress, WSS)的改变被认为与动脉瘤形成和血管壁

重塑密切相关[16]-[18]。既往研究显示，在颈动脉狭窄患者中，合并颅内动脉瘤者的 WSS 显著高于未合

并动脉瘤者，提示狭窄相关血流动力学异常可能参与动脉瘤形成的病理过程[9]。 
异常 WSS 及相关机械刺激首先可作用于血管内皮。内皮细胞作为感受血流剪切力变化的关键结构，

可通过细胞排列形态、增殖、迁移及脱落等改变，对异常血流环境作出反应[19] [20]。当这种刺激长期存

在或超过血管壁适应能力时，可诱发内皮功能障碍和局部促炎反应，并进一步与炎症细胞浸润、壁细胞

损伤、细胞外基质降解及血管壁结构重塑等过程相互作用[11] [12]。上述过程可能削弱血管壁对持续血流

冲击的承受能力，使局部血管壁逐渐出现扩张、变薄或结构不稳定，从而为动脉瘤形成及演变提供病理

基础。与高血压、吸烟等共同危险因素长期作用形成的系统性易损背景不同，血流剪切异常更强调局部

机械环境改变对血管内皮功能和血管壁重塑的直接影响。 
目前，WSS 在颅内动脉瘤发生发展不同阶段中的作用仍存在争议。已有研究提示，高 WSS 及正向

WSS 梯度可能与动脉瘤起始阶段的局部血管壁重塑有关；而在动脉瘤形成后，随着瘤腔内血流结构复杂

化，局部低 WSS、振荡剪切增加及血流滞留等改变则更多与动脉瘤增长、瘤壁退变及不稳定状态相关[12] 
[16] [21]-[23]。上述差异提示，高 WSS 与低 WSS 并非简单对立的血流动力学现象，其意义可能与动脉瘤

所处病程阶段、血流作用区域及研究观察终点密切相关。对于颈动脉狭窄合并颅内动脉瘤患者而言，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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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相关血流改变可能使局部 WSS 发生异常，但目前尚难据此明确区分其对动脉瘤形成、增长或破裂的具

体贡献。因此，在评价狭窄相关血流动力学影响时，应重视 WSS 的时空异质性及其与血管壁重塑过程的

动态关系，避免将单一时间点或单一部位的 WSS 改变直接等同于动脉瘤不稳定性。 
综上，颈动脉狭窄相关血流动力学异常可能通过改变局部机械刺激环境，影响内皮功能、炎症反应

及血管壁重塑过程，从而参与颅内动脉瘤的形成或演变。与单纯共同危险因素所形成的系统性易损背景

相比，血流动力学异常更强调局部血管壁所承受的机械环境变化，为解释两种病变在同一患者中共存提

供了机制层面的补充。然而，需要强调的是，参与动脉瘤形成的血流动力学机制并不必然等同于促进动

脉瘤破裂的机制。目前关于狭窄相关血流改变对既有动脉瘤稳定性及破裂风险的影响仍缺乏一致结论，

临床上尚难单纯依据某一血流动力学指标作出确定性判断。因此，后续风险评估仍应结合动脉瘤大小、

部位、形态、患者危险因素及狭窄相关特征进行综合分析。 

3. 动脉瘤破裂风险评估 

对于颈动脉狭窄合并颅内动脉瘤患者，破裂风险评估不宜仅依据单一影像学指标或某一危险因素作

出判断，而应建立在多层次综合评估基础上。总体而言，动脉瘤自身特征仍是破裂风险判断的核心基础；

狭窄相关因素可能通过改变局部血流动力学环境影响动脉瘤稳定性，但其独立预测价值尚未得到充分证

实；患者相关因素则更多反映个体整体血管易损背景。因而，此类患者的风险评估应形成以动脉瘤自身

因素为核心、以狭窄相关因素和患者相关因素为补充的综合判断模式。 

3.1. 动脉瘤自身相关因素 

动脉瘤自身相关因素是颅内动脉瘤破裂风险评估的核心基础，其中瘤体大小是最常用且最直观的评价指

标。既往大型队列研究显示，动脉瘤破裂风险随瘤体增大而升高[24] [25]。UCAS Japan 研究纳入 6697 个未

破裂颅内动脉瘤，随访期间总体年破裂率为 0.95%；以 3~4 mm 动脉瘤为参照，5~6 mm 动脉瘤破裂风险未见

明显升高，而 7~9 mm、10~24 mm 及≥25 mm 动脉瘤的破裂风险明显增加，其风险比分别为 3.35、9.09 和 76.26 
[25]。上述结果提示，瘤体大小与破裂风险之间存在较明确的相关性，7 mm 及以上动脉瘤的相对破裂风险明

显升高，并随瘤体进一步增大而逐级增加，其中巨大动脉瘤的破裂风险尤为突出。然而，动脉瘤大小并不能

完全概括其破裂风险，单纯依据直径进行判断仍存在一定局限，仍需结合部位及形态学特征进一步分析。 
除瘤体大小外，动脉瘤部位同样是破裂风险评估的重要依据。既往自然史研究及风险预测体系均提

示，不同部位动脉瘤的破裂倾向存在差异，前交通动脉、后交通动脉及部分后循环部位动脉瘤通常被认

为具有相对较高的破裂风险[24]-[26]。UCAS Japan 研究显示，与大脑中动脉动脉瘤相比，后交通动脉和

前交通动脉动脉瘤的破裂风险更高，其风险比分别为 1.90 和 2.02 [25]。前交通动脉区域位于双侧前循环

交通结构交汇处，局部血流方向及冲击方式相对复杂，因此即使部分动脉瘤体积较小，也可能具有一定

破裂倾向。后交通动脉动脉瘤则位于颈内动脉与后循环交通通路相关区域，其破裂风险在多项研究和风

险评估体系中亦受到重视[25] [26]。因此，动脉瘤部位并非单纯的解剖定位指标，而是反映局部血流环境、

血管分叉结构及瘤壁受力特点的重要因素。在风险评估中，部位因素应与瘤体大小及形态学特征共同分

析，以更全面判断动脉瘤潜在不稳定性。 
瘤体形态学特征是动脉瘤破裂风险评估的另一重要内容。与瘤体大小相比，形态学异常更强调动脉

瘤局部结构的不均一性和瘤壁稳定性改变。既往研究提示，形态不规则、存在分叶、子囊或局部突出等

表现时，动脉瘤破裂风险可能升高[10] [27]。这类形态改变可能反映瘤壁局部受力不均、结构薄弱或修复

失衡，其临床意义在于提示动脉瘤并非处于相对稳定的规则扩张状态。尤其对于直径较小但形态不规则

的动脉瘤，若仅依据大小判断风险，可能低估其潜在不稳定性。因此，在动脉瘤自身因素评估中，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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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特征应与瘤体大小和部位共同分析，以提高对动脉瘤破裂风险的综合判断能力。 
因此，在颈动脉狭窄合并颅内动脉瘤患者中，动脉瘤大小、部位及形态仍应作为破裂风险评估的基

础依据；狭窄相关因素和患者相关因素则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修正风险判断。 

3.2. 狭窄相关因素 

与动脉瘤自身因素相比，颈动脉狭窄相关因素对动脉瘤破裂风险的影响更为间接，其评估意义主要

在于提示血流动力学背景、脑灌注状态及治疗前后风险环境的变化。狭窄程度、症状状态以及动脉瘤与

狭窄的相对位置关系，均可能影响动脉瘤所处的局部血流环境。因此，在颈动脉狭窄合并颅内动脉瘤患

者中，狭窄相关因素应作为动脉瘤自身风险判断基础上的补充内容加以考虑。 
首先，狭窄程度是评估颈动脉病变临床意义的重要基础。随着狭窄程度加重，颈动脉供血通路受限，

局部及远端血流分布、灌注压力和侧支循环状态均可能发生改变，从而影响相关颅内动脉及动脉瘤所处

的血流动力学环境[7] [10]。在重度狭窄患者中，远端低灌注、代偿性侧支血流增加以及血流重新分配等

改变可能同时存在，使动脉瘤局部受力环境较单纯动脉瘤患者更为复杂。因而，狭窄程度不仅反映缺血

事件风险，也为理解动脉瘤所处血流动力学背景提供重要依据。 
其次，狭窄是否具有症状性也是风险评估中的重要参考。若患者已出现短暂性脑缺血发作、脑梗死

或明确灌注不足相关表现，通常提示狭窄病变具有较高临床意义，并反映脑血流储备能力可能受限[10] 
[28]。在此类患者中，临床风险评估不能仅聚焦动脉瘤破裂风险，还需同时考虑近期缺血事件风险及其对

后续治疗时机的影响。症状性狭窄的存在，往往意味着缺血风险在整体风险权衡中的权重增加，因此对

治疗顺序选择及围术期管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此外，动脉瘤与狭窄病变的相对位置关系，是连接狭窄相关血流改变与动脉瘤局部环境的重要因素。

一般而言，位于狭窄同侧、狭窄供血通路远端，或处于侧支循环代偿通路及血流重新分配较明显区域的

动脉瘤，理论上更可能受到狭窄相关血流动力学改变的影响[7] [10]。尤其在计划行颈动脉内膜剥脱术或

颈动脉支架成形术时，血运重建前后血流环境的变化可能使既有动脉瘤暴露于不同的压力、流速及壁面

受力状态。因此，对于同侧、近端或形态不规则的动脉瘤，应结合狭窄程度、侧支循环及血运重建方式

进行更加审慎的综合评估[10] [28] [29]。 
综上，狭窄相关因素可从血流动力学改变、脑灌注状态及病变空间关系等方面补充动脉瘤破裂风险

评估，但其作用仍应建立在动脉瘤自身因素判断的基础之上。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表明狭窄程度、症状状

态或相对位置关系能够独立、稳定地预测动脉瘤破裂风险。因此，在临床评估中，不宜将颈动脉狭窄的

严重程度或临床表现直接等同于动脉瘤不稳定性，而应将其作为风险修正因素，与动脉瘤大小、部位及

形态等核心指标综合分析。 

3.3. 患者相关因素 

除病变特征外，患者相关因素在动脉瘤破裂风险评估中亦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既往研究认为，高血

压、吸烟、女性以及既往蛛网膜下腔出血史或家族史，与动脉瘤破裂风险增加相关[24]-[26]。但对于颈动

脉狭窄合并颅内动脉瘤患者而言，这些因素更多反映个体的整体易损背景，其评估意义主要在于辅助判

断动脉瘤的潜在不稳定性，而难以脱离动脉瘤大小、部位、形态及狭窄相关特征单独预测破裂风险[10] 
[30]。因此，在此类共病患者中，患者相关因素的评估意义主要在于提示个体整体易损背景，并为整体风

险分层提供补充信息[10] [30]。 
综上，对于颈动脉狭窄合并颅内动脉瘤患者，破裂风险评估应以动脉瘤大小、部位及形态等自身特

征为基础，并结合狭窄相关血流动力学背景及患者整体血管易损状态进行综合判断。虽然当前尚不宜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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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单一因素来预测动脉瘤破裂风险，但这一评估过程为治疗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4. 治疗策略选择 

治疗策略的选择对于颈动脉狭窄合并颅内动脉瘤的患者来说，核心并非盲目套用固定处理模式，而

是在缺血风险、出血风险及围术期操作风险之间进行综合权衡。基于前述的风险评估结果，临床决策通

常包括两个相互关联但并不等同的问题：一是采用分期治疗还是同期治疗，二是在具体情形下，优先处

理颈动脉狭窄还是优先处理动脉瘤。 

4.1. 分期治疗与同期治疗 

目前，对于颈动脉狭窄合并颅内动脉瘤患者的治疗，尚缺乏统一标准；在时间安排上，分期治疗与

同期治疗均有报道[7] [10] [28] [29] [31]。总体而言，分期治疗在临床实践中仍较为常见，其优势在于可

将复杂决策分步实施，并根据首阶段治疗后的病情变化调整后续方案；而同期治疗则可在一次住院或一

次介入过程中同时处理两种病变，具有减少重复操作和缩短整体治疗周期的潜在优势[7] [10] [28] [29] [31]。
但同期治疗对病例筛选、术者经验及围术期管理要求更高，尤其在抗栓方案、缺血与出血风险平衡以及

操作复杂性方面更具挑战[10] [29] [31]。因此，现阶段分期与同期治疗并非彼此替代的固定模式，而是需

结合患者具体病情、病变特点及中心经验进行选择[7] [10] [29]。 

4.2. 不同情形下的处理顺序选择 

在颈动脉狭窄合并颅内动脉瘤患者中，治疗顺序的选择通常取决于缺血风险与出血风险的相对高低，

而不宜简单套用固定模式[10] [29]。一般而言，若患者以脑缺血症状为主要表现，存在颈动脉重度狭窄，

或经药物治疗后症状控制欠佳，则临床上更倾向于优先处理狭窄病变，以尽快改善脑灌注并降低缺血事

件风险[7] [28] [29]。此外，当后续动脉瘤处理需要跨越明显狭窄段时，若直接在狭窄基础上进行操作，

可能增加导丝、导管通过困难以及血栓栓塞相关风险，此时先处理狭窄亦具有一定合理性[10] [28] [29]。 
相反，若患者已发生动脉瘤破裂出血，则临床决策通常更强调尽快控制出血相关风险，必要时可在

保证通路和灌注安全的前提下优先完成动脉瘤处理[10] [29] [31]。对于尚未破裂但已具备较高破裂风险特

征的动脉瘤，临床上亦更倾向于优先考虑动脉瘤处理[10] [24]-[27]。此外，若动脉瘤位于狭窄近端，或预

计在血运重建后将承受更明显的血流动力学变化，则亦应更加警惕其破裂可能[7]。 
但需要强调的是，现有证据尚不足以支持仅依据单一影像学指标、位置关系或某一局部特征机械决

定处理顺序。更合理的做法仍是结合症状表现、狭窄程度、动脉瘤破裂风险及具体解剖关系进行综合权

衡，在缺血风险与出血风险之间寻求相对平衡[7] [10] [28] [29] [31]。 

4.3. 个体化决策与适用条件 

在明确总体处理方向后，具体治疗方案的实施仍需建立在个体化评估基础之上[29]。除缺血风险与出血

风险的权衡外，临床决策时还需综合考虑患者全身状况、颈动脉狭窄程度及其致缺血风险、动脉瘤自身破

裂风险、二者的解剖位置关系，以及围术期操作与管理风险等因素[8] [29]。此外，不同中心在血运重建方

式、动脉瘤处理技术及围术期抗栓管理方面的经验差异，也会影响具体策略选择[7]。由于目前相关证据仍

主要来自病例报道和小样本回顾性研究，关于同期或分期、先处理狭窄或先处理动脉瘤的选择，尚缺乏统

一、成熟的决策标准[10] [29]。因此，现阶段更合理的做法是在多因素综合评估基础上，结合患者具体病情、

病变特点及中心经验，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7] [29]。鉴于目前该类复杂病变尚无统一成熟的决策标准，我

们基于现有循证证据与临床实践经验，总结绘制了颈动脉狭窄合并颅内动脉瘤的治疗决策流程图(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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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reatment decision flowchart for carotid artery stenosis with intracranial aneurysm 
图 1. 颈动脉狭窄合并颅内动脉瘤治疗决策流程图 

https://doi.org/10.12677/acm.2026.1652160


曾瀛庆，张晓冬 
 

 

DOI: 10.12677/acm.2026.1652160 3387 临床医学进展 
 

5. 展望 

尽管目前已有研究为颈动脉狭窄合并颅内动脉瘤的治疗决策提供了框架，但在临床应用中仍面临多

个挑战。特别是，在个体化治疗、治疗顺序选择和风险评估的精准性方面，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首先，动脉瘤破裂风险的评估仍然是一个关键问题，现有的评估方法可能无法完全满足所有情境的

需求。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如何通过影像学技术和分子标志物等新方法，提高风险评估的精确度，

从而为治疗决策提供更加可靠的依据。 
其次，治疗顺序选择在不同患者群体中的差异性仍需进一步验证。特别是在高龄、合并症等复杂患

者中，分期治疗与同期治疗的效果差异尚未得到充分研究。未来的多中心临床研究可以帮助明确哪种治

疗模式对于不同类型的患者更为有效。 
最后，虽然个体化治疗已被广泛提倡，但如何在实际临床中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风险特征以及围

术期管理进行更精细的治疗方案制定，仍然是一个挑战。未来研究应关注如何进一步完善个体化决策过

程，使治疗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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